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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鱼类集群生活，大多数渔业为多物种渔业，但渔业管理却主要针对单一物种。在很

多多物种渔业中，很多鱼种经常会被同时捕捞，而且所占比例相似。如果在渔业管理中没

有充分考虑多鱼种问题，就会导致一系列的资源耗损和生态系统的改变。理想的情况是，

多物种渔业管理争取使有价值的特定种群产生良好的产量，并避免捕捞活动对海洋生态系

统的不利影响。此外，多物种渔业管理应该增强生态系统的恢复力，以应对气候变化将引

起种群生产力和分布的改变。在此，我们为实现这些目标来介绍七种所使用的工具和方

法。这些来自墨西哥、古巴和智利的案例，在数据丰富程度、治理结构和管理资源方面有

所不同。管理系统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从完全没有管理到对单一物种的全面管理再过

渡到多物种管理。虽然每个案例研究对各种分析工具和决策过程进行了描述，但一个共同

的特点是都采用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以提升利益相关者的能力使多物种渔业管理的重要性

被广泛认识。我们吸取这些案例的经验教训，克服当前做法的局限性（通常是单一物种捕

捞限额或大空间限制），提出多物种渔业管理的方法。即利用参与式程序和数据有限的资

源评估，建立种群集合，从而简化多物种恢复型渔业管理，如“鱼篮”方法。根据每个篮

子的指示物种，确定渔业的绩效指标、基准点、捕捞控制规则和管理措施从而建立适应性

管理的周期，提高渔业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因素影响的恢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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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渔业与数亿人的营养、食物安全和生计相关，至关重要（Baringa 等人，2018；粮农

组织，2020）。许多渔业是捕捞多个物种或种群（Pauly 等人，1998；Worm 等人，2009；

Nakamura，2015）。许多渔场由于使用非选择性渔具导致不同生产力的多个鱼种具有相同

的捕捞死亡率，可能会导致生产力较低的种群首先面临资源枯竭的风险，紧随其后，其他

种群也会连续枯竭，从而减少捕捞机会(Jennings and Kaiser，1998; Branch et al.，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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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导致物种相互作用和整个生态系统的改变（Pauly 等，2000; Chuenpagdee 等人，2003；

Christensen 和 Pauly，2004）。 

目前多物种渔业的管理方式 

目前有两种被使用的减少多物种渔业连续枯竭风险的管理方式。一种是针对每个捕

捞鱼种设定捕捞限额(Catch limits) (Hilborn，2017)。这个方法需要开展种群评估、监测和

执法，对每个物种的捕捞限额负责。另外，多物种渔业可以针对种群集合采用单一的年度

捕捞限额进行管理。随着数据的改进，可以将种群从单一年度捕捞限额管理中移除（如墨

西哥湾岩礁鱼类的渔业管理计划，Farmer et al.，2016)。多物种渔业的捕捞限额可能导致

海上渔获物的丢弃行为（Branch，2009; Essington et al,2012年；Grimm等人，2012年），

需要建立强有力的问责系统[如新西兰的配额管理制度（QMS）；Lock和Leslie，2007]和

避免低生产力种群丢弃的措施 [如在英国和丹麦的捕捞配额管理（CQM）中利用“鱼池”

（Fishpools）来转让配额，Bonzon等人，2013年]，从而避免关闭渔场。渔民可以使用选

择性的渔具、空间数据和海上通信、或修改渔具躲避低生产力种群，从而减少低生产力种

群的丢弃行为(Bonzon等人，2013对案例进行了汇总）。包括美国太平洋底层鱼拖网渔业

（Warlick et al,2018）、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底层鱼拖网渔业（Turris,2009）、丹麦中上层和

底栖渔业（Christensen,2009），以及新西兰的底层鱼渔业（Lock和Leslie,2007)。当前大多

数使用捕捞限额方法来防止连续枯竭的多物种渔业管理案例似乎都具有高度管理和严格的

问责机制同，同时还需要大量的数据、资金、人力 和能力支持（Bonzon等人，2013

年）。 

多物种渔业管理的另一种方法是限制在低生产力种群密度最高的区域捕鱼，以减少

连续枯竭的风险。但空间限制必须与种群分布范围尽可能的重叠才有效。为了阻止资源连

续枯竭实现资源恢复的目标，必须有效地降低种群的总捕捞死亡率。但大部分海洋保护区

（MPA）似乎并没有减少很多的捕捞努力量(Hilborn等人，2004) 。实现多鱼种渔业管理目

标而设计的空间限制的范围必须相当大（Ovando等人，2021年），在渔场内设置空间限制

可以转移大量的捕捞努力，但会导致渔获产量、渔民收入、有时甚至生计的损失。其中一

个案例是在美国太平洋沿岸使用岩鱼保护区（RCAs）来帮助恢复已经被过度捕捞的低生

产力种群。如黑斑岩鱼（Sebastes crameri）、加那利岩鱼（Sebastes pinniger）和白鳍豚

（Sebastes paucispin)。最终，该渔场发生了一些改变，虽然近岸的捕捞努力量减少了，但

却影响了渔获产量、渔民收入以及沿岸渔民的生计(Mason et al，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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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海洋、沿海生态系统和渔业产生重大影响。不仅影响到现有的捕鱼模

式，(Gattuso等人，2015年；Barange等人，2018年），还威胁到某些地区、包括一些最脆

弱的捕鱼社区对鱼类资源的获取（Ding等人，2017）。事实上，气候影响的严重程度将在

未来几十年继续增加，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将加剧，无论我们采取怎样的减排措施，气候变

化产生的严重负面影响都已发生（IPCC，2014；Pecl等人，2017；Barange 等人，

2018）。气候变化对渔业的影响需要新的解决方案和思维方式（如，Free等，2019；Garcí

a Molinos，2020）。如果不能计划和适应这些变化，可能导致危机管理或是危机。Free等

人（2020年）发现，尽管预测全球海洋渔业生产力正在下降，但实施气候适应型渔业管理

改革有助于保护产量和利润，改善气候变化对生计和粮食供应的许多不利影响。因此，渔

业管理者应尝试预测气候引起的单个种群分布的变化，以及在任何特定时间、任何特定地

点可以利用种群组合的改变，根据这些变化制定规划，并采取适当措施减轻对渔业的影

响。 

这两种常规的多物种渔业管理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可能会妨碍其被广泛的使用。捕

捞限额需要广泛和成本较高的渔获量计量、多种群评估和强有力的问责措施，以及可能导

致不可接受的兼捕水平。空间限制需要低生产力和高生产力种群分布的数据和足够的空间

分隔。此外，为了有效地进行渔业管理，空间限制必须覆盖大片区域 并取代捕捞活动，产

生社会和经济影响。这两种方法都不特别适合气候变化的适应性。 

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制定平衡社会、经济和生态目标的多物种渔业管理方案表现

出很大兴趣（例如，Möllmann 等，2014年；Voss等，2014年），即使在面对气候变化时

也是如此。多物种渔业相当普遍（May et al，1979)，而且往往是复杂的，因为可能涉及商

业、手工和休闲，可以是大、中、小规模渔业，使用多种渔具类型，或者渔获物在不同的

地点上岸（Salas等人，2007；Newman等人，2018）。我们回顾了拉丁美洲七个数据有限

的多物种渔业案例，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分析了从单一鱼种到多物种管理战略的转变过

程。我们主要分析了(a)渔业的一般特征和状况，(b) 渔业使用的一系列工具和途径，以及

(c)进一步加强渔业的可持续性和恢复力的计划。 

案例1：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商业渔业 

渔业特征 

尤卡坦半岛位于墨西哥大西洋沿岸（图1）。2018年，该地区上岸渔获产量和产值约

占全国的10%(CONAPESCA，2018)。商业渔业包括一个半工业化船队和一个小型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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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工业化船队的船长在15至25米之间，每航次捕鱼时间为15至20天；小型船队的船长为8

至12米之间，每天一个航次，主要在近岸5-30公里范围作业(Fernández et al.，2011; DOF，

2018; Salas et al，2019)。2010年到2018年间，两个船队雇用了约25,000名渔民，年平均上

岸渔获量为97,000吨，年捕捞价值为1.8亿美元。近90%的渔民为小规模渔业渔民，贡献了

65%的上岸量和价值。(CONAPESCA，2018; 科罗纳多等人，2020b）。 

在墨西哥，过去五十年来，无论是从产量还是价值来看，多物种有鳍鱼渔业都是最

重要的渔业，包括红石斑鱼（Epinephelus morio）和其他99个物种、刺龙虾（Panulirus 

argus）、红章鱼（Octopus玛雅）、虾和大西洋海鱼（Xiphopenaeus kroyeri）(Arreguín-

Sánchez and Arcos-Huitrón，2011; DOF，2018; Salas 等人，2019年）。2006年至2014年

间，小规模船队上岸量的渔获有140种（补充表1）。 

在尤卡坦半岛，像墨西哥全国一样，渔业政策是分级的。国家渔业委员会

（CONAPESCA）负责整合和维护官方统计的数据库，和管理战略的实施。墨西哥官方标

准（NOMs）是支持墨西哥渔业管理系统的规定（Espinoza-Tenorio等人，2011；Galindo-

Cortes等人，2019)。渔业管理包括捕捞许可证或授予合作社和许可证持有人的捕鱼特许

权、渔具规格、可捕尺寸、禁渔期、捕捞限额和配额（Espinoza-Tenorio等人，2011；

DOF，2018）。在某些情况下，仅基于一个或几个物种的信息（表1）开展整个渔业和目

标群体的管理。例如，有鳍鱼渔业包括约99个物种（补充表2），但主要法规只排他性的

基于红石斑鱼（Epinephelus morio）（DOF，2014；Coronado等人，2020b）。传统上，渔

业管理计划没有考虑渔获物的多鱼种属性，导致标准化的方法不能完全反映渔业的异质

性。(Coronado等人，20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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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多物种渔业的特征。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商业渔业，墨西哥尤卡坦州的多物种鳍鱼渔业，墨西哥锡那罗亚州多物种双壳类渔业，

智利北巴塔哥尼亚土著人民考林（MCAIP）海洋滨海地区，古巴多物种鳍鱼渔业，智利的被遗忘的鱼 

渔业 
目标鱼种 

（主要） 

目标鱼种 

（其他） 
禁渔期 渔具 #渔民 #渔船 #规章制度 

1）墨西哥尤

卡坦半岛商业

渔业 

红石斑鱼 

140 种，包括

刺龙虾，红章

鱼，虾，大西

洋海鱼 

鳍鱼类休渔（45 天） 

手钓，钓

钩，潜

水，自由

潜，网等 

25000 

11,000 渔船的

半工业化船队

（5-25 米）；

小规模船队

（8-12 米） 

捕捞许可证或 特许

权，渔具规格，法

定的尺寸，休渔

期，捕捞限额 

2）墨西哥尤

卡坦州多物种

鳍鱼渔业 

红石斑鱼 
40 种：石斑鱼

和鲷鱼 

鳍鱼类休渔 

（59 天） 

延绳钓、

手钓 
11616 

3,054 手工渔

船，594 中型

渔船 

捕捞许可，季节性

休渔，渔具限制，

对红石斑鱼的规格

限制 

3）墨西哥锡

那罗亚州多物

种双壳渔业 

双壳贝类

（14 个物

种） 

24 种：鲨鱼、

鳐鱼、梭子

蟹、长须鲸和

双壳贝类 

目标鱼种 

休渔：巧克力贝类（2

年，2019.5-022.5），

牡蛎（7-11 月），一种

蛤蜊（7-9 月）其他双

壳贝（正在制定） 

半自动潜

水渔具，

手捡拾 

1,600 许

可证 

37 双壳贝类许

可渔船 
休渔期和禁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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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智利北巴

塔哥尼亚土著

人民考林海洋

滨海地区 

海藻、海

胆、双壳

贝类，腹

足类和蟹 

20 种 全年 
潜水、手

捡拾 

58 潜

水，41

渔民，

301 近

岸捕捞

者 

6 艘注册捕捞

船 

建议：总可捕配

额，禁捕繁殖鱼

类，最小渔获尺

寸，禁捕过度捕捞

物种，捕捞方式和

渔具限制，最小收

获密度，具有明确

保护目标的捕捞限

制区（禁捕） 

5）古巴多物

种鳍鱼渔业 

有鳍鱼类

（长须

鲸，鲨鱼

和鳐鱼） 

150 种：龙

虾，虾，海

虹，海参，及

其他 

全年，巴塔巴诺湾笛鲷

产卵聚集限制除外 

围网，流

刺网，笼

壶，海底

或表面延

绳钓，钓

钩 

20,000

渔民 

9,500 渔船，国

有船队，385

艘（90%渔

获），3,603 私

有渔船 

法定的最小规格，

季节性休渔，渔具

限制 

6）智利被遗

忘的渔业 

胡安费尔南德

斯群岛和德斯

温特德群岛 

有鳍鱼类 

龙虾饵料

鱼 

大于 50 种 

43 种 

5 月 15-9 月 30 日保护

龙虾增殖 

手钓，垂

直延绳

钓，鳗鱼

陷 

272 渔

民 
42 艘 

龙虾捕捞努力相关

的规定，地方产

权，不能用刺网，

正在制定渔业管理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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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智利被遗

忘的渔业 

洛斯里奥斯 

辐鳍鱼 6 种 全年（视天气情况） 手钓 1971 65 

没有任何规章，正

在制定渔业管理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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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卡坦半岛渔业系统面临很多挑战，包括与非法捕捞活动相关的过度捕捞（如没有

遵守限额捕捞的限制，休渔期开展捕鱼活动），没管制的捕捞努力量，政府的协调监督能

力低下，政府和渔业组织必须对渔业管理战略达成共识，但二者之间的沟通有限(Rosales-

Raya 和 Fraga-Berdugo，2018; Salas 等人，2019;Coronado 等人，2020b）。此外，由于社

会经济数据缺乏、以及生物学监测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物种（即红石斑鱼、海参、红章

鱼和加勒比龙虾）导致了管理面临挑战。因此，在该地区上岸的约90%的物种没有足够的

信息支持法规和管理计划的制定（Coronado等人，2020b）。此外，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已经确定了气候对中大西洋西部海洋渔业的影响（Barange 等人，2018 年），一些研究

机构已经开始开展评估工作（Arreguín-Sánchez，2019; Cisneros-Mata等人，2019）。 

建立气候恢复力多物种渔业管理的工具和途径 

目前正在开展尤卡坦半岛各种渔业特征的监测，包括生物数据、渔获物上岸量和社

会经济信息以解决多物种渔业在次区域和社区层面面临的复杂问题 。科罗纳多等人

（2020b）提出了建立在上岸量和社会经济信息基础上的社区类型学，在了解当地渔业情

况的基础上，根据社区的具体情况选择管理工具，并建立适应性的管理方法。该类型学根

据捕捞产量、物种构成、捕捞努力量和经济特征将22个社区的小型多物种渔业划分为三

组。这样分组有助于理解社区的渔业异质性及其具体状况，从而在政策制定和管理中加以

考虑和明确。多物种渔业的类型学分析是一种有用的分析和规划工具，是建立气候恢复力

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Bahri等人，2021年）。 

尤卡坦半岛的社区类型学揭示了基于单一物种管理行动的政策制定与多物种渔业的

复杂性以及相关的生态、社会经济挑战相脱节（Salas等人，2019年；科罗纳多等人，

2020b）。基于新的类型学分组，提出一些尤卡坦半岛渔业管理建议： 包括改善社会合

作、合作制定计划、采取积极、灵活和创新的行动推动能力建设以及政府与渔业团子直接

的沟通，从而实现渔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加强社区内多物种渔业的特点及其对社会经

济的贡献的了解，形成渔业动态的独到见解，并用于指定合适的渔业管理战略。 

建立气候恢复力多物种渔业的未来工作计划 

转型成为一个更具参与式的渔业管理系统，提高治理和完成当前的管理计划是一项

艰巨的任务，不仅需要关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还要求利益相关者获得和分享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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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以便作出明智的决策，使其得以实施（Galindo-Cortes等人，2019）。随着有效的参

与式管理系统的建立，渔业将正朝着适应气候的方向发展(Bahri et al.，2021)。 

鉴于尤卡坦半岛已明确存在数据问题（Coronado 等人，2020b）。因此，提高多物种

渔业恢复力的主要工作将集中在建立一个强大的数据库，全面监测生产力、上岸量、社会

经济条件、渔民人口数量的变化、沿海基础设施、社区脆弱性等方面的信息。此外，需要

进行多物种渔业的价值链分析，利益相关者和管理机构都要参与提供信息(Coronado等

人，2020a)。所开展的工作将帮助了解当地渔业情况，选择合适的管理工具，进而支持该

地区多物种渔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建立多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程序，以实施有效的渔业管

理，也是建设气候型渔业必不可少的做法（Bahri等人，2021年）。 

案例2：墨西哥尤卡坦州多物种鳍鱼渔业 

渔业特征 

尤卡坦半岛商业渔业的主要目标物种是红石斑鱼（Epinephelus morio）。红石斑鱼需

要有鳍鱼类捕捞许可证，该许可证适用于多物种渔业（共100个鱼种），其中包括约40种

不同的石斑鱼和鲷鱼（Brulé 等人，2009；DOF，2014；Coronado等人，2020b）。捕获水

域为尤卡坦沿海水域的坎佩切浅滩（Campeche Bank），一个由沼泽、河口、泻湖、红树

林和珊瑚礁相互连接的生境。坎佩切浅滩位于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之间，是墨西哥非常重

要的生态区（Aguilar-Medrano和Vega-Cendejas，2019），约占尤卡坦、坎佩切和金塔纳罗

奥大陆架的116,257平方公里。约11938名渔民经营着一支中型船队和一些捕捞红石斑鱼的

手工船（SEPASY，2020），渔具类型为延绳钓和手钓。对鱼钩大小、捕捞期和允许的渔

获尺寸都有规定（DOF，2015；表1）。 

尤卡坦州沿岸的多物种鳍鱼渔业被认为是该地区最重要的渔业之一。根据

CONAPESCA 19年（2000-2018）的国家渔获物上岸量记录（INAI，2020年），黄尾笛鲷

（Ocyurus chrysurus）、黑石斑鱼（Mycteroperca bonaci）和红鲷鱼(Lutjanus 

campechanus)，和红石斑鱼是产量最高的物种（补充表2）。相比之下，所有其他石斑鱼和

鲷鱼在总渔获量中占比不到15%(Brulé等人，2009；DOF，2014）。 

根据国家渔业法案官方表示红石斑鱼渔业已经枯竭，墨西哥的规定则表述为"渔获量

急剧下降，阻碍了种群生物量的恢复，并有可能导致可持续收获的风险"(DOF，2018)。目

前只对红石斑鱼进行了基于渔获量的模型评估，（例如，Gordon-Schaefer剩余生产模型；

戈登，1954年）；没有对该渔场与红石斑鱼一起捕捞的其他99种鱼类进行评估。红石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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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渔获量记录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当时该渔业实施了强制性的鳍鱼许可证和渔获上岸登

记措施。从2003年起，又增加了额外的管理措施，如尤卡坦半岛和塔巴斯科邻近水域的红

石斑鱼产卵期的禁渔期。大多数侧重于红石斑鱼的渔业法规（禁渔期、管理计划和官方规

范）也适用于其他鱼类（DOF，2014，2015，2017）。另外，渔业的治理手段已经被建

立，如红石斑鱼管理咨询委员会和石斑鱼研究网络（尤卡坦州红石斑鱼管理咨询委员会和

石斑鱼研究网络，2019年）。 

尤卡坦渔业管理的主要挑战之一是聚焦于高价值的商业物种。所有的研究、监测和

监管工作都是针对红石斑鱼的。然而，同一地区的渔业或是相关的物种却很少被优先考

虑，促进渔业和生计的可持续性的战略更是缺失。根据Barange 等人（2018），气候变化

对墨西哥湾石斑鱼和鲷鱼种群的影响是很小的。然而，其生态学、基本生活史、栖息地和

食物可获得性可能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风暴或飓风的影响。 

建立气候恢复力的多物种渔业管理工具和途径 

尤卡坦州渔业部门具有出色的组织能力，非政府组织和研究人员经常与渔业部门的

利益相关者就渔业管理进行磋商，并开展联合研究，渔业部门也积极参加联邦政府的关于

渔业法规的公众咨询。他们一起对全州的渔业进行诊断并制定总体规划，确定了渔业可持

续发展的主要社会、经济和环境指南。同时来自尤卡坦州的渔业利益相关者还参加了由粮

农组织组织的研讨会（Flores-Nava等人，2016a，b）。2017年，为了获得更多支持，尤卡

坦渔民明确了在尤卡坦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渔业和水产养殖委员会中获得代表权的需求

（DOEY，2018）。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渔业治理系统正在被重组并加强。例如恢复了尤卡

坦州渔业和水产养殖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来自于尤卡坦州政府、墨西哥国家渔业和水产

养殖委员会CONAPESCA、墨西哥国家渔业研究所 INAPESCA、渔民代表及其他机构实

体，如航海委员会，以及在州委员会下新成立的章鱼和红石斑鱼管理咨询委员会。航海委

员会与市、州和联邦政府就渔业问题进行互动沟通（Gaceta Municipal,2015)。这些委员会

在各级治理中的正式互动沟通是一种多中心制度的增加，被认为是解决特定问题的一种有

效的联合行动方式，如气候准备型渔业管理(Carlisle and Gruby，2017)。 

目前，渔业部门参与和治理主体主要由政府实体整合的，允许非政府组织参与咨询

委员会和红石斑鱼研究网络。非政府组织还可以参与负责审查合规协议、支持和沟通咨询

委员会的利益的技术工作组中。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促进了学术界和渔业部门的合作。例

如，在2019年初，美国环保协会墨西哥办公室（EDF Mexico）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合作组织



12 
 

了一个研讨会，以识别红石斑鱼的研究和管理的优先事项（尤卡坦州石斑鱼渔业咨询管理

委员会和石斑鱼研究网络，2019）。 

2019年，红石斑鱼渔业管理计划（DOF，2014）、总体规划和渔业诊断（Flores-

Nava等人，2016a,b）首次公布的5年后，咨询委员会的工作组对上述文件中所建议的行动

进行了评审，咨询委员会还使用相对重要性指数来确定战略和行动的优先次序。具体行动

按照法令、社会组织、生物生态、健康和安全性进行分类，并通过与渔业部门、研究人

员、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代表举行的参与式研讨会进行验证（尤卡坦州石斑鱼渔业咨询管理

委员会和石斑鱼研究网络，2019） 

迄今为止，在实施咨询委员会提出的优先行动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法令方

面，优先事项是根据2019-2020年SEPASY渔民普查（SEPASY，2020年）确定的，渔民普

查主要是监测和总结尤卡坦的渔业活动，包括渔船的数量和每个渔民的作业地点。此外，

自红石斑鱼咨询委员会成立以来，3年内已经举行了16次工作会议，是全国10个咨询委员

会中最活跃的一个，还刺激了其他委员会的建立，包括同一地区的两个章鱼渔业委员会。

在社会组织方面，环境教育是部门能力建设的首要优先事项。为了推进社会组织优先事项

的开展，在2019年，尤卡坦州政府制定了一个环境教育计划。该计划在整个沿海社区举办

相关活动，向居民和游客宣传红石斑鱼的渔业管理以及禁渔期的重要性（Festival de la 

veda del mero/石斑鱼禁渔节）。美国环保协会墨西哥办公室不仅参与了这些活动，还与红

石斑鱼研究网络合作组织了两次科学推广研讨会，向渔业社区介绍相关的工作。研究人员

在科学推广研讨会上向渔民介绍了所有石斑鱼目标鱼种和鲷鱼的相关生物信息。 

建立气候恢复力多物种渔业的未来工作计划 

最终，通过上述努力，将综合监测和改进其他捕捞鱼种管理（超越单一鱼种管理）

的迫切需求被确定为优先事项。目前已经开始开展部分目标鱼种的数据收集工作，并计划

增加对所有目标鱼种的数据收集工作。所获得的数据将有助于开展更复杂的资源评估。优

先事项的确定是针对适应和响应气候变化及其他影响开展管理规划的关键一步。 

为了促进优先事项的确定，最近的一项研究确定了尤卡坦州在多方面存在知识差

距。如可持续捕捞技术、市场和商业管理、认证和出口、渔业决策中如何考虑气候变化的

影响，以及与红石斑鱼一起捕捞的所有其他物种的种群动态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

(Pelcastre and García-Gutiérrez，2021）。咨询委员会和研究网络将促进了成员和渔业利益

相关者的联系，并创造机会来填补这些知识的空白。利益相关者团体目前正在制定一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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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斑鱼渔业重建计划，旨在实施以前的达成共识的渔业管理策略，以阻止渔业资源的进一

步衰退。渔业管理主体（尤卡坦州石斑鱼渔业咨询管理委员会和石斑鱼研究网络）已经承

诺对所有相关物种的种群进行评估并制定管理策略。这些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对建立气候

复原力渔业至关重要。（Bahri等人，2021年） 

案例3：墨西哥锡那罗亚州多物种双壳类渔业 

渔业特征 

Altata-Ensenada del Pabellón（AEP）是墨西哥锡那罗亚州渔业产量最高的沿海泻湖

系统之一。锡那罗亚州也可以说是墨西哥政治上和社会上最重要的渔业州。它拥有全国最

大的小规模渔业船队和工业船队，和重要的渔获物上岸量。锡那罗亚州也是墨西哥国家渔

业和水产养殖委员会（CONAPESCA）总部所在地。自2012年以来，政府机构、非政府组

织和渔民团体正在合作开发基于生态系统的多物种管理的可扩展模式——AEP泻湖系统。 

AEP泻湖系统被认定为具有重大意义的拉姆萨尔国际重要湿地（RAMSAR，2008

年），也是当地经济的核心，超过1600名获得捕捞许可的渔民在此作业，还有更多没有捕

捞许可的渔民也在此作业。在AEP泻湖的四类渔业（双壳类、甲壳类、鳍鱼、鲨鱼和鳐

鱼）中至少有24个物种被捕捞。根据渔民和船只的数量以及所产生的受益，虾是主要的渔

业。其他的重要渔业为鲨鱼和鳐鱼、梭子蟹、有鳍鱼类和双壳贝类（即蛤蜊和牡蛎）。多

物种双壳贝类渔业包括14个物种（补充表3），是重要的生计和商业渔业，允许在虾和蟹

的禁渔期开放捕捞，从而提供就业机会和当地食物来源（表1）。只有牡蛎（Cassostrea 

corteziensis）和巧克力蛤（M. squalida）有禁渔期，其他贝类物种可以全年捕捞。

（DOF，2019）。在AEP泻湖系统获得许可的渔民中，许多人从事多物种双壳类渔业捕

捞，37艘船有双壳类许可证。但统计总捕捞努力量仍然是面临挑战。 

AEP渔业根据目标物种不同使用不同的渔具，包括陷阱、钩线、抛网、流网和手工

船（船长大于10米）上的延绳钓(表1)。多物种双壳贝类渔业一艘手工渔船有三或四名船

员，手工收集水深小于一米处的贝类。渔民通常用脚小心地找到蛤蜊，然后利用沟渠清除

沙子后用网袋（"jaba"）收集。对于牡蛎来讲，渔民们使用称为 "gafa "或 "rastrillo "的渔

具，它由两个耙子组成类似镊子/钳子，采集在水深超过2米的地方的牡蛎。在更深的地

区，渔民通过自由潜水使用一个钢棒来撬岩礁上的双壳贝类(DOF，2019)。有些双壳贝类

按不同分类进行管理。然而，由于现有管理的缺失，以及对一些双壳类资源的管理不力，

导致一些物种被过度开发和其他物种缺乏管理。例如，巧克力蛤蜊(Megapitaria squalida)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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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那罗亚州的一个标志性物种，产量从2006年到2014年下降了92%（CONAPESCA，

2018）。 

建立气候恢复力的多物种渔业管理工具和途径 

2011年，渔业组织、州和联邦渔业管理人员、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组成了一个工

作组。该工作组在AEP泻湖系统的渔业管理方面展开合作，提高渔业管理对气候变化和其

他影响的响应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组包括三个渔业联合会（两个妇女渔业合作

社，以及来自墨西哥国家渔业和水产养殖委员会、国家渔业研究所的联邦代表），州级的

渔业管理人员和一些学术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补充表4）。 

在合作之初，工作组的重点为双壳贝类渔业，一致认同开展多物种渔业管理有助于

促进渔业的可持续性，并可能增加渔业应对气候的恢复力，工作组提出了双壳贝类可持续

管理计划。2012年，国家渔业研究所扩大工作范围，为AEP泻湖制定了基于生态系统的渔

业管理计划(EBFM)，以管理所有被捕捞的物种。 

从2012到2019年，工作组在美国环保协会墨西哥办公室的协调下合作设计了AEP泻

湖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计划（FMP），旨在建立一个基于生态系统的、参与式的、可

持续的气候恢复力渔业管理愿景和计划。该计划是一个包括虾、蟹、双壳贝类和有鳍鱼类

的多物种渔业管理计划，可以为该地区成千上万的家庭提供食物和就业。捕鱼不仅是一项

经济活动，也是融入家庭传统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多物种双壳类渔业中，该计划将巧

克力蛤蜊（Megapitaria squalida）确定为一种非常有经济价值的物种，2018年之前是没有

捕捞规定的，通过该计划推动其向可持续捕捞转型(DOF，2019)。 

为了支持共同管理战略的发展，双壳贝类的参与性渔业管理计划已经建立了：(1)渔

业管理咨询委员会和多利益攸关方泻湖系统的管理。(2)两个妇女渔业合作社，这两个合作

社是通过渔业组织的培训活动并成为合法渔民的许可程序基础上成立的。(3) 为当地渔业

社区制定 "Fortachones "领导力发展计划。(4) 支持社区渔业监测和监管活动的共同管理人

（COBI，2016；Tus Buenas Noticias，2017；Gobierno de México，2020）。 

该计划还开展可持续管理的科学和经济相关工作，包括(1) 收集AEP泻湖系统中收获

的主要蛤蜊物种的科学信息，用于指导可持续管理的决策。(2) 在双壳类渔民的支持下，

实施捕捞生物监测计划。(3) 有效地实施巧克力蛤蜊渔业改进项目（FIP），增强其竞争力

和责任感（目前是为基本的FIP，评级为 "B-良好进展"）。(4) 进行市场分析，识别双壳贝

类的增值机会(《渔业进展》，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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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渔业管理计划通过对AEP泻湖系统的参与式设计和实施促使建立多个渔业管理规

定。通过渔业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协调，渔业管理当局在2018年设立了一个禁捕区，并在

两年内全面禁捕，以恢复巧克力蛤蜊种群（DOF，2020）。 

发展社区领导人和增加社会资本是开展这些活动的核心，也是关键的共同管理属性

（Gutiérrez 等，2011）。所成立的妇女渔业合作社在墨西哥是第一个；合作社成员包括双

壳贝类的收获者，和其他参与储存和销售双壳贝类的人形成的法律实体，使经常被忽视的

劳动力被认可。在"Fortachones "计划中，社区成员参加关于渔业法规、环境可持续性、检

查和监督、市场和最佳渔业管理实践，沟通以及公共演讲的培训。在研讨会，该计划的参

与者表示不仅获得了知识、增强了对当地渔业部门的信任和自信，还更积极地参与到渔业

决策中。这些项目和当地领导者正在建立了持久的参与性程序。 

2019年，国家渔业研究所发布了渔业管理计划(DOF，2019)，工作组继续通过不同的

实施过程推进计划目标的实现。渔业管理计划的目标侧重于提高对物种状况的理解，制定

适合每个物种的管理手段，以及AEP泻湖系统，并改善渔业社区的条件。 

建立气候恢复力多物种渔业的未来工作计划 

AEP泻湖渔业已经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渔业管理系统，并得到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支

持，这也是建立气候恢复力渔业的基础之一(Hilborn等人，2020；Bahri等人，2021）。接

下来将为巧克力蛤蜊和三个相关的双壳类物种（Chione californiensis，Atrina maura，

Atrina tuberculosa)设计具体的管理规定；通过对双壳贝类的组织学研究，确定其繁殖力和

和繁殖期；通过遗传学研究了解种群结构、幼虫扩散以及丰度趋势；实施社区监测计划以

减少非法捕捞。还通过建立多物种双壳贝类的渔业改进计划（FIP），以增加市场准入和

提高经济价值。 

案例4：智利北巴塔哥尼亚土著人民考林（MCAIP）海洋滨海地

区 

渔业特征 

考林土著人海洋滨海区（MCAIP）位于智利巴塔哥尼亚北部奇洛埃岛以北（图1）。

考林MCAIP的面积为27.29平方公里，由考林MCAIP的Wiliche 社区协会及领土范围内的12

个其他职能组织共同管理（例如渔民联盟、岸上捕捞组织、潜水员、邻里委员会、旅游组

织和其他土著社区）。2008年，MCAIPs最初为了保护沿海土著社区的用海风俗而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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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inoza，2016; Gissi et al.，2017; Hiriart-Bertrand et al.，2019) 。MCAIPs是作为一种补充

性的渔业共同管理制度出现的，其目标和范围比基于水域的使用权模式范围更广。除了注

重保护当地的风俗外，MCAIPs将其范围扩大到保护和渔业管理目标上（Hiriart-Bertrand 

等人，2020 年）。MCAIP 政策为沿海社区提供了合法拥有当地海洋永久使用权的机会，

从而使当地土著人的权利被边缘化后能得到恢复。这些权利赋予社区新的属性，使他们能

够通过行政或管理计划的方式建立地方的行政机构和渔业管理计划，促进自然资源的整体

可持续性。 

考林渔业社区由58个潜水员，41个渔民，301个岸上捕捞者和6艘正式注册的捕捞渔

船组成。(SUBPESCA，2021; 表1)。在最近10年，考林已经报告了超过30种生计和商业渔业

资源的渔获上岸量。在2020年批准Caulín MCAIP之前，渔业资源一直处于开放开发状

态。该地区只有8种资源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具有商业价值，其他都是当地手工渔业资

源。(subpesca，2021)。 

在商业性渔业中，主要的上岸渔获是Agarophyton chilense（Pelillo/红海藻，>1,400吨/

年），Loxechinus albus（Erizo/海胆；>120吨/年，Ameghinomya antiqua（Almeja蛤蜊；>70

吨/年），Sarcothalia crispata20（(Luga negra/红海藻；>30吨/年）。从国家层面上看 

Concholepas concholepas（Loco/智利鲍鱼）、Ostrea chilensis（Ostra/智利牡蛎）、

Metacarcynus edwarsii（Jaiba marmola/智利岩蟹），以及Gigartina skottsbergii(Luga roja/红

海藻)，都是手工渔业，渔获量较低。其他上岸量更少的资源(<500千克/年；

SERNAPESCA，2019年），和没有商业重要性的物种都属于生计渔业（SUBPESCA，

2021）。虽然考林渔业的大多数物种在智利沿岸有广泛的地理分布，气候变化和过度开发

的影响有可能导致当地的物种灭绝，严重影响到渔民的生计，以及土著和渔民社区的传

统。 

智利和世界上许多地方一样，生计渔业没有受到监测或进行渔业管理（Schumann 

and Macinko，2007; Palomares and Pauly，2019）。由于MCAIP治理具有重要的文化和传

统成，制定和实施其渔业管理计划应同时考虑商业和生计捕捞。由于MCAIP的渔业管理是

基于渔业水域使用权（TURF）的方法，智利法规制定了评估和管理纳入MCAIP渔业管理

计划的每个资源的最低标准，需要对要开发的资源进行直接评估，或称种群评估，以及对

配额分配的种群预测。这些方法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底栖生物资源管理和开发区

（AMERBs）的商业渔业管理，AMERBs的管理成本主要由出售资源所得的利润支付。在

生计性渔业中，渔业可以提供食物、药材、或用于农业的肥料。（Hiriart-Bertrand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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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subpesca，2021）。生计渔业收益不高，没有资金支持渔业监测或管理计划的实

施。这些包含多种非商业性目标资源的多物种渔业不仅缺乏数据，还缺失决策和实施渔业

管理措施的程序。 

建立气候恢复力的多物种渔业管理工具和途径 

2019到2020年间，在Costa Humboldt（一家智利的海洋保护组织）的技术支持和国家

土著团体（CONADI）的资金支持选下，MCAIP管理人员制定了MCAIP考林渔业管理计

划，针对19种以商业和/或生计为目的的渔业资源实施共同管理。(SUBPESCA，2021)。为

了填补数据差距，该渔业管理计划采用了基于传统生态知识（TEK）的方法，包括多代人

积累下来的人与自然界的知识（Berkes，1999；Butler等人，2012；Sánchez-Carnero等人，

2016；Berkström 等人，2019）。传统生态知识的应用可以提供解决问题的多元化知识，

以及多尺度的适应性治理网络，增强社会生态系统的恢复力。（Butler等人，2012）。传

统生态知识利用在有限的资金支持情况下收集，作为科学知识的补充（Berkström 等人，

2019 年）。该计划的制定实现了高度参与，吸纳了从社区收集的传统生态知识，改善了生

物/渔业取样和渔业管理措施的设计和实施。 

针对MCAIP渔业资源的使用者（如土著团体、渔民联盟、海藻养殖业和其他地方组

织，Costa Humboldt采用参与式、半结构化访谈和重点团体（补充文本3）方式，收集了

MCAIP 内目标物种的空间和时间分布的相关信息。此外，Costa Humbolt 获得了该地区未

报告渔业的历史数据（如种群变化、自然浅滩的消失或扩大、繁殖期和捕捞努力量），并

通过与目标资源的资源评估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评估所获得信息的准确性。 

Caulín社区的参与使所制定的渔业管理计划更具符合当地的情况，该计划涉及

MCAIP 19种与商业和生计相关的渔业资源，以及一系列的渔业管理措施。有些措施来自

于国家渔业法规的内容（第21.287号法律和细则），MCAIP管理者还提出了其他管理措

施，这些额外的自愿措施展现了MCAIP管理者（即土著社区、渔民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

兴趣点所在，即确保捕鱼活动的可持续性。渔业管理计划所包含的具体措施包括：总可捕

配额，季节性限制，最小渔获规格、保护过度开发种群的禁渔期，捕捞方法和渔具规定，

触发捕捞控制的最低资源密度，以及禁捕区（补充表5）。建立由当地社区管理的限制区

或禁捕区是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创新举措。MCAIP 建立了四个禁捕区（>1.5平方公

里），面积达到MCAIP的5.5%以上。建立这些禁捕区的目的是保护根据传统生态知识确定



18 
 

的对当地生物多样性和鱼类资源保护至关重要的栖息地。海带林和海胆和蛤蜊的育幼栖息

地是禁捕区的保护目标。 

建立气候恢复力多物种渔业的未来工作计划 

利用渔业管理部门提供的各种工具，MCAIP Caulín渔业管理计划同时确立了单一物

种和多物种的管理措施。由于多鱼种管理的复杂性需要在地方范围内开展密集的推广计

划，以确保和促进管理措施的实施。其中一部分工作是始于参与性活动，最后形成渔业管

理计划。但在接下来的几年实施过程中，需要继续向当地社区提供技术支持，以确保渔业

管理计划的成功实施。还必须不断地监测管理措施的有效性，并根据观察到的结果进行调

整。反过来，渔业管理计划提出绩效指标和参考点，促进MCAIP渔业的适应性管理渔业管

理计划提出绩效指标和参考点，促进MCAIP渔业的适应性管理，如FISHE(补充图1)。在与

Costa Humbolt合作之前，MCAIP在当地是一个没有详细的生物多样性或海洋学条件的特征

的地理区域。多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和由此产生的渔业管理计划确立了气候变化适应计划的

设计基线。作为第一步，气候变化适应战略需要(a) 对适应的捕捞规定进行持续监测（每2

年一次），(b) 确保更具的渔业和社会经济系统，可以经受住未来的变化。 

像MCAIPs管理的沿海渔业，沿海渔业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部门之一。

Palomares and Pauly,2019)。MCAIP 考林包括河口和峡湾地区，预计将经历更多的极端影

响（Kennedy，1990;Roessig等人，2004）。多物种渔业的共同管理制度可以通过减少对影

响最严重的资源的捕捞压力，关注更具恢复力的物种，为MCAIP渔业系统提供更好的适应

性和社会恢复力。 

案例5 ：古巴多物种鳍鱼渔业管理 

渔业特征 

在古巴，渔业是食物、收入和生计的重要来源。大部分的渔业产自由高生物多样性

的红树林、海草和珊瑚礁构成的沿海地区，沿海区域提供包括渔业在内的重要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Kritzer 和 Liu，2014）。古巴周围的热带水域物种非常丰富，被渔业利用的物种

超过150多个不同物种（Valle等人，2011年）。根据上岸渔获可分为鱼类（例如，鳍鱼、

鲨鱼和鳐鱼）、龙虾、虾、软体动物和海参，以及其他资源。鱼类占总上岸量的最大部分

（62%），但是从经济价值来看，刺龙虾和虾经济价值最高。(Claro et al.，2001)。古巴的

船队是非常多元化，由大约9500艘船组成，可以分为三类：国有船队、私人船队和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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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只有前两类是商业化运营。在国有船队中，385艘船的船长在15至20米之间，以多物

种渔业为捕捞目标，占鱼种总产量的90%（表1）。私人船队由3603艘较小的私人船只组

成，大多数船长小于15米，只有严格按照与国有公司签订的合同，进行鱼类渔业的商业捕

捞。大多数私人船只在其母港附近作业，但却没有水域的使用权（TURF）。最典型的渔

具是围网、刺网、陷阱、底层和水面延绳钓以及钩钓。固定网或三重刺网在2008年禁止使

用，2012年禁止使用拖网（Puga等人，2018 ；表1）。 

古巴有很多渔获物上岸港口，加上丰富多样的渔船类型、渔具和目标鱼种，使得建

立和实施监测计划，估计捕捞努力量、基准点和资源状况变得困难。以前的状态评估主要

局限于对渔业、所有物种或者某些物种或群体的系列渔获物趋势的描述(Baisre，2000，

2018; Claro et al.，2001，2009; Valle et al,2011)。因此，只有很少的管理措施被应用到多物

种渔业，如法定的最小规格、繁殖期的季节性禁渔和渔具限制。(Valle 等人，2011; Karr 

等人，2017; Puga 等人，2018；表1）。也有例外，为在巴塔巴诺湾产卵聚集期的巴哈马笛

鲷（Lutjanus synagris）制定了最大可捕配额。还有一项保护鲨鱼和鳐鱼的国家行动计划

（PAN-Tiburones，2015）。 

古巴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步骤来实施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EBFM）。研究机构

（如：渔业研究中心，CIP）和管理（如：食品工业部，MINAL）机构通过能力建设和开

发国际项目接受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方法。这些工作促进了对易于受到捕捞活动和其

他利用方式影响的沿海社会经济系统的评估，通过建立和管理全岛的海洋保护区MPA网

络，为建立特别管理区提供信息(Kritzer and Liu，2014)。 

遗憾的是，在过去的30年里，有鳍鱼渔业已经衰退。总体来看，捕捞趋势经历了两

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上升期，随后一直到现在的明显下降期(Valle et al.，

2011; Baisre，2018)。Baisre(2000)，由此可见古巴渔业的平均营养水平和平均渔获量规格

都已经在降低。有研究估计20%的渔业资源已经被完全开发，75%被过度开发，5%已经崩

溃（Baisre，2018）。 

尽管过度捕捞是影响古巴低渔获产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但也存在非捕捞因素的影

响，而且有些影响是不可逆转的（Baisre，2000）。这些影响包括气候变化（Claro等人，

2009年）和河流筑坝等活动（Baisre and Arboleya，2006; Puga et al,2018）造成的环境变

化、农业实践的改变（Baisre，2006）、沿海地区的发展和旅游业的增加（Claro 等人，

2009）。Puga 等人（2013）认为，在种群评估和管理战略的制定过程中应该考虑古巴沿海

生境退化。一方面潜在的过度捕捞和有害的非捕捞影响古巴渔业捕捞量的显著下降。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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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对于古巴的多物种渔业，单鱼种的渔业管理为重建过度捕捞种群提供的方案有限

(Claro et al.，2001)。此外，最近的研究（Gerhartz-Muro等人，2018；Puga等人，2018；

Alzugaray等人，2019）表明有非法捕捞已经导致了渔业资源的减少和持续的过度捕捞。 

建立气候恢复力多物种渔业管理工具和途径 

古巴在2020年颁布了新的国家渔业法。该法律明确了恢复鱼类种群的必要性，并要

求以科学的管理措施为指导。渔业法规定渔业资源的管理应遵循资源养护、可持续利用、

预防方法、实施科学-技术标准、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原则，并符合国家和国际标准以及粮

食安全和国家主权原则（"渔业法"，古巴共和国，2019)。 

为了推进新渔业法所要求的科学原则，很多工作已经被开展。在2015-2016年，开展

了生产力-易感性分析（PSA），以确定研究和管理措施的优先事项，进而增强古巴鳍鱼渔

业的可持续性。该工作首先分析鱼种对过度捕捞的脆弱性，其次是对古巴四个捕鱼区中的

每个物种进行脆弱性排序，最后将最脆弱的物种列为优先考虑对象，并针对脆弱的物种开

展数据收集、资源评估或者保护和管理干预（Puga等人，2018; EDF，2021a）。一个由古

巴的主要科学和管理机构构成的多机构工作小组使用了由Costello等人（2016）开发的 

"Upside "生物经济模型方法，该模型基于生物和经济信息以及管理问题，全面分析

可持续渔业管理的潜在效益，9个优先物种的初步分析结果（补充表6）表明：这些种群都

已枯竭，其中大部分正经历着过度捕捞。该模型预测可持续渔业管理可以增加渔业的收益

和生物量(Alzugaray等人，2019)。该工作还考虑了来自国有和私人船队所估计捕捞死亡率

以及非法捕捞等古巴的具体情况。 

科学家们在这些初步成果的基础上，正在对34个鱼种开展气候恢复力和科学管理工

作，这34种渔业在多物种渔业的总产量、脆弱物种和最大经济重要方面占比最高(补充表

6)。此外，这些初步结果有助于划分种群综合体（鱼篮），即根据不同的生物和捕捞作业

特征形成的相关物种群，从而避免连续枯竭和优化产量。工作组还计划将气候变率纳入长

期的生物量、捕捞量和经济效益预测中。 

实现可持续渔业管理的另一个基本工具是学习网络，学习网络是一个涉及所有关键

利益相关者的能力建设平台，处于不同 渔业管理阶段，不同机构和捕鱼社区之间可以进行

交流和合作。多物种渔业管理问题和解决方案已成为大学课程和社区工作坊的一部分(Mor

ón等人，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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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和2019年，一个面向全国所有省份的研究人员、资源管理人员、保护工作

者和渔业工人的"可持续渔业管理 "的大学短期课程开放（EDF，2021b）。该课程为渔业

相关专业人员提供了渔业评估的工具和模型，分享了单一物种管理的成功案例，强调了多

物种渔业管理面临的问题，评估了主要的环境问题，并强调基于生态系统（EBM）方法的

重要性。学员在课程中使用真实数据进行了鳍鱼种群评估，练习将鱼篮方法在多物种渔业

的应用。学员们还为东北渔区的六个物种制定了管理计划草案。 

2018年的渔民论坛和鳍鱼研讨会上，来自10个渔业社区的代表对多物种渔业中涉及

的不同物种的脆弱性和现状的科研结果进行审查（Morón等人，2019年）。他们还通过

“捕鱼游戏”等活动，尝试建立不同的“鱼篮”，并一起讨论当前渔业管理的问题以及可

能的解决方案。（EDF，2021c）。在研讨会上，科学家、资源管理人员和保护专家与渔

民一起讨论可能的管理策略，并收集渔民的意见和建议。 

建立气候恢复力多物种渔业的未来工作计划 

渔业研究中心（CIP）和工作组计划将气候变化的影响纳入渔业生物经济模型和未来

学习网络活动的讨论中。MINAL和CIP将继续让渔民和捕鱼社区参与多物种渔业管理，并

考虑根据物种的栖息地和所使用的渔具，以及共同捕捞的鱼种进行物种归类。利益相关者

和渔业管理者将每个鱼篮选择指标鱼种，并根据指标鱼种的其商业和/或社会重要性发布

捕捞控制规则，进而影响到鱼篮中的其他鱼种。使针对一个或多个指标鱼种的管理能够影

响到其他所有鱼种。这个过程需要利益相关者的高度参与和对适应性管理的设想，因为不

同的物种对气候变化和捕捞控制措施影响的响应是不同的。适应性管理是气候恢复力渔业

的另一个关键基础（Bahri等人，2021年）。在不确定性面前，鱼篮方法不可能制定完美的

管理战略，气候变化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因此，适应性管理是一个重要的工具。 

案例6和案例7：智利被遗忘的渔业：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和德斯

温特德群岛（6）和洛斯里奥斯地区（7） 

渔业特征 

2013年，智利通过了国家渔业法，将共同管理作为开放水域可持续渔业管理的主要

方法。（Orensanz 和 Seijo,2013；Roa-Ureta等人，2020）。根据更新的渔业法，管理委员

会制定的管理计划建议，包括建立本地化的治理方式，和对划定区域的排他性准入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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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员会由渔民和行业代表组成，由渔业和水产养殖部副部长领导

（SUBPESCA），渔业发展研究所（IFOP）和渔业执法部门提供支持

（SERNAPESCA）。另外每个渔业指派一个科学技术委员会，进行绩效分析，以及为每

个管理计划设定配额。 

就全球大型渔业的出口而言，智利全球排名第11位（粮农组织，2020年），主要出

口鱼种包括鳀鱼、竹荚鱼和沙丁鱼，年上岸量分别是744,240吨、465,962吨和320,147吨

（SERNAPESCA,2019年）。与其他顶级渔业生产国一样，政府更重视大型渔业，会建立

年度研究监测计划和管理计划。 

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或利益相关者的共同管理，数据限制都是建立适应性和

可持续渔业管理面临的主要障碍。在智利，大规模渔业管理数据的收集由政府支持，政府

对小规模渔业(SSFs)的关注很少。由于缺乏资源丰度、渔获量和努力量，以及生物参考点

的数据，导致渔业法规和管理计划的缺失。智利的小型渔业位于距离海岸12英里范围内，

年上岸量在30至3000吨之间。每个渔业都承担着生计食物来源、维持文化传统，促进以渔

业生计为主的地方经济的责任。但在智利，这些渔业却是被遗忘的渔业。胡安-费尔南德

斯群岛（JFA）和德斯温特德群岛（DI），以及洛斯里奥斯地区（图1）的利益相关者正在

为这些遗忘的渔业制定管理计划，以改变当前的情况。 

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JFA）和德斯温特德群岛（DI）地理位置偏僻，具有独特的

海洋和陆地物种。自从19世纪90年代被殖民以来，居住在这些岛屿上的当地社区大多是渔

民家庭，以捕捞刺龙虾(Jasus frontalis)为生，（Arana，1987; Ahumada and Queirolo，

2014）。龙虾渔业一直是并且仍然是这些岛屿的传统渔业(Ernst-Elizalde等人，2010)。黄

金蟹（Chaceon chilensis）、唇指鲈（Nemadactylusgayi）和黄尾琥珀鱼（Seriola lalandi）

最近已成为重要的经济物种。（Ernst-Elizalde等人，2020）。龙虾在智利有很高的经济价

值，以出口为主。该渔业已经处于正式和非正式的法规管理之下，包括季节性禁渔期、性

别和规格限制以及保有权制度，每个渔民或渔民家庭成员拥有几个捕鱼地点(Ernst-Elizalde

等人，2010）。这些渔业管理规定使赢利的捕捞业持续了120年，而且这些岛屿也成为可

持续渔业管理的典范(Ernst-Elizalde等人，2020）。当地渔业社区的自下而上发展和管理方

式，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多用途海洋保护区（国家地理，2015年；Mongabay，2019；Ernst-

Elizalde等人，2020），为国际渔业管理提供了参考。 

龙虾的捕捞季节始于10月1日，到来年的5月14日结束，有272名渔民和72艘渔船。自

2006年以来，手工渔业登记已经关闭，再没有新的渔民被允许进入该渔业。捕捞龙虾的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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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使用一些当地的物种作为鱼饵如胡安-费尔南德斯鲹(Pseudocaranx chilensis)，几种海鳗

（Gymnothoraxspp.)，唇指鲈(Nemadactylus gayi)，Englert's scorpionfish(Scorpaenodes 

englerti)，长鳍菱牙鮨(Caprodon longimanus)，jerguilla(Girella albostriata)，Yellowtail 

amberjack (Seriola lalandi)，Juan Fernández pampanito(Scorpis chilensis)，and 胡安-费尔南德

斯 石首鱼(Umbreena reedi)。一些物种属于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JFA）和德斯温特德群

岛多物种渔业被遗忘的鱼类；不仅没有被监测，还缺乏对种群状况的评估和管理计划。 

在洛斯里奥斯地区，辐鳍鱼（Thyrsites atun）是从科金博海岸线向南到洛斯拉戈斯

（即第四至第十管理区）的捕捞目标鱼种，辐鳍鱼也是被遗忘的渔类，在2019年渔获物上

岸量达到1,805吨（Sernapesca，2019），辐鳍鱼也是重要的传统生计渔业，由船长小于12

米的渔船组成手工船队，渔民使用手线捕鱼，并保持着帆船的传统。在洛斯里奥斯地区，

有3818人从事辐鳍鱼捕捞，包括1971名渔民和657艘船；然而，在2019年，只有296艘船在

开展捕捞作业（Lobao-Tello等人，2016；表1）。该渔业缺乏渔业生物学数据。2018年，

智利政府正式承认辐鳍鱼为一种渔业，启动了正式的渔业管理框架进程，让利益相关者参

与制定管理计划，使利益相关者参与渔业管理和监管过程。洛斯里奥斯地区其他被遗忘的

鱼种有Patagonian blennie（Eleginops maclovinus）、corvina drum（Cilus gilberti），智利银

鱼（Odonthestes regia），奇努克鲑鱼(Oncorhynchus tshawytscha)，细长金枪鱼(Allothunnus 

fallai)，和竹筴鱼（Trachurus murphyi）。利益相关者支持将所有这些物种纳入多物种渔业

的管理目标，因为这些鱼种与辐鳍鱼使用同样的渔具，在同样的渔场作业。 

建立气候恢复力的多物种渔业管理工具和途径 

2017年，一个由渔民、政府官员、学术界、非政府组织和顾问合作成了智利小型渔

业学习网络，该学习网络是对智利小型渔业分析后建立的。主要分析工作包括水域使用权

（TURF）、土著人民的海洋和沿海地区（MCAIP）、开放准入管理计划以及被遗忘的渔

业。通过分析评估了小型渔业在全国范围内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存在的差距，包括全国利益

相关者的分布信息，包括与渔民、政府官员、学术研究人员、非政府组织人员和顾问的访

谈（Osman，2016）。因此，智利的小型渔业学习网络是由这些利益相关者共同建立的，

以合作分析与近岸手工渔业相关的问题，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增强渔业的能力为目标。

（RDA，2021年）。学习网络的目的是团结社区和鼓励来自不同背景的参与者之间的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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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以来，学习网络已经组织了多次能力建设培训（RDA，2021），涵盖不同

但相互关联的主题，如共同管理、非法捕捞、价值链、沟通和领导力、监测和数据分析，

以及环境影响和恢复力。在智利，该学习网络建立了渔业内部和跨渔业和地理范围的利益

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和联系，还促成了新的倡议（例如，妇女在手工作业中的作用、领导

力、被遗忘的鱼和价值链等）。 

在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JFA）和德斯温特德群岛（DI）地区，胡安-费尔南德斯渔

民协会正在制定全岛第一个气候恢复力的多鱼种渔业管理计划，涵盖43种被遗忘的鱼类物

种（补充表7），包括许多维持气候变化恢复力至关重要的地方性物种。胡安-费尔南德斯

渔业社区认识到作为龙虾饵料的被遗忘的鱼类不仅对当地食物来源非常重要，也是吸引国

内和国际旅游业的重要因素。2019年，渔业社区、政府、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发起了一个

多方利益相关者的、适应性的、科学评估程序，运用综合资源和栖息地评估框架

（FISHE）（美国环保协会，2021a，补充图1）。多方利益相关方的FISHE工作组确定了

43个物种（补充表7），并将这些鱼种分为6个鱼篮进行管理：商业中上层鱼、商业底层

鱼、沿海商业鱼、饵料鱼、章鱼、海鳗和其他鱼种(补充图2)。到目前为止，该工作组针对

每个鱼篮制定了生物、社会和经济目标，并为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和德斯温特德群岛整

个的多物种渔业建立了一个统统的愿景目标。 

在洛斯里奥斯地区，三个主要的渔民联合会(FIPASUR、FEPACOR和FEPACOM)，

代表超过1500名渔民已经开始合作制定六种被遗忘鱼类的多物种渔业管理计划（补表

7）。为了了解辐鳍鱼渔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存在差距，这个多利益相关方团体参加研讨

会，建立共同的渔业愿景和目标，开始制定渔业管理计划。多利益相关方小组主要关注的

是作为单一物种管理的辐鳍鱼渔业管理，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建立包括与辐鳍鱼一起捕

获的其他物种的多物种渔业管理计划。 

建立气候恢复力多物种渔业的未来工作计划 

预防性方法是将不确定性纳入决策的基本内容之一。对不确定性和未知因素的考虑

也是建立气候恢复力渔业的基础（Bahri等人，2021）。为了评估影响渔业可持续性的优先

问题，包括外部因素响和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脆弱性，需要在管理周期的初始阶段采用生态

系统风险评估方法开展预防性活动。在2021年，为了了解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和渔业的影

响，为多物种渔业管理计划提供信息，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和德斯温特德群岛利益相关

者小组利用生态系统风险综合评估（CARE）工具开展了生态系统风险评估（Battist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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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017；EDF。2021a)。在洛斯里奥斯地区，利益相关者正将与辐鳍鱼一起捕捞的物种

纳入管理计划。针对两种被遗忘的鱼类渔业明确气候恢复力对渔业数据收集、新科学和管

理的意义，包括进行风险评估（如CARE分析）和确定监测和管理目标，以适应不确定性

和未知因素。 

经验教训 

这些案例研究描述了向多物种渔业监测、管理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转型渔业所处的不

同阶段，从墨西哥的差距分析、风险诊断和管理需求的优先事项，到古巴和智利的更全面

的多物种渔业管理设计。有些案例研究（1、2和5-7）侧重更综合的监测和数据收集(表

2)。每个渔场都在调整历史监测，以适应更全面的气候恢复力数据需求。例如，在案例1

和2中，目前的生物工具只监测少数物种，例如红石斑鱼、章鱼和龙虾。这些生物工具缺

乏对生物量变化的监测，90%的上岸渔获没有足够的信息来支持法规和管理计划的制定

（表2）。下一步将是对各种目标物种进行监测，以了解这些目标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为

了预测气候变化引起的渔业资源分布和生产力的变化，需要针对每一个渔业实施综合的监

测计划，进而避免渔业的危机管理，促进渔业规划（Fujita，2021）。 

几乎所有的案例都把治理的多中心化，建立更好的沟通渠道，多利益相关者参与

（案例2-7），制定规划与参与（案例1-7；表2）作为优先事项。治理的多中心化可以通过

社会工具实现，如多利益相关者的工作组和委员会、没有足够代表性群体的合作社、和参

与性监测。最常见的治理工具是向全面监测和参与发展的渔业的共同管理（表2）。 

尽管这些渔业采用了各种工具和途径，以避免资源的连续枯竭，维持渔业的可持续

产量，但都是依赖参与性进程增强对多物种渔业管理重要性和克服数据限制方法的认识。

包容性和参与性决策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渔业治理系统的关键（Bennett等人；2021)。在这

些案例中，其他考虑因素大致符合良好治理的理想和原则（Borrini-Feyerabend and Hill，

2015）。这些考虑包括在决策过程中提高地方的能力、透明度和信息的可得性、决策，和

拓宽利益相关者的意图，以及各种问责机制（表2）。案例5（古巴）、案例6（智利胡安-

费尔南德斯群岛和德斯温特德群岛）和案例7（智利洛斯里奥斯地区）阐述了一种相对较

新的多物种渔业管理方法，该方法从种群综合体（鱼篮）的概念衍生而来。尽管案例5、6

和7是目前唯一采用鱼篮方法的例子，许多其他案例有兴趣将鱼篮方法纳入未来从单一物

种过渡到多物种管理的阶段。对这些渔业来说，过渡到鱼篮方法是相对容易的，因为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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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制定渔业管理计划时，作为最重要的步骤——利益相关者参与（收集数据、目标制定

等）已经在实施。 

唯一一个从管理计划制定阶段发展到实施阶段的案例是智利MCAIP 考林案例

（SUBPESCA，2021）。多年来，许多渔业一直在努力从单一物种政策和管理进程向多物

种渔业管理转型。激励主动规划、利益相关者沟通和参与、提供适当的数据工具（例如，

EDF，2021年b）等机制是推进渔业管理从计划制定到实施的最受欢迎的资源。这一过程

不仅需要相关知识支持，如支持评估的监测和数据收集的计划，还需要随着时间进行调

整，提高实施行动和管理计划的能力和确定性。 

海洋生态系统和渔业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确定性是无法保证的，通过展示使用共同

工具和制定气候适应性渔业管理发展路径的渔业案例，可以提高在不同的环境和治理背景

下向气候恢复力渔业管理转型的渔业的确定性。每个案例已经完全或开始通过以下方式将

气候恢复力渔业管理纳入渔业管理计划的制定过程中：(1)有效的渔业管理制度，(2) 采用

参与性过程，(3)在规划或实施阶段加入预防行动，以及制定一个(4)适应性渔业管理计划

(Bahri等人；2021)。这些案例正在使用类似的工具和途径来实现气候恢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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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渔业管理挑战的描述，工具（例如生物、社会和治理）以及应用到每个多物种渔业的科学途径。 

  工具 路径 

渔业 挑战 生物学 社会 治理  

1）墨西

哥尤卡坦

半岛商业

渔业 

尤卡坦半岛渔业主要面临过度

开发相关的问题，包括非法捕

鱼活动(不遵守捕捞配额、禁渔

期间捕鱼），捕捞努力量不受

管制并增加，政府协调监督的

能力差，政府和捕鱼团体之间

的互动有限等 

针对少数物种开展

监测、评估和管

理。（如红石斑

鱼、章鱼和龙

虾）。该地区90%

的上岸物种信息缺

乏，难以支持法规

和管理的制定 

新分类情况下的渔

业管理行动社会性

的安排和合作计划 

开展社区分类，根

据捕捞产量、物种

构成、捕捞努力量

和经济特征将22个

社区的小规模多鱼

种渔业分为三类 

跨学科多放合作：多方

利益相关者合作收集每

个物种的生物数据、上

岸量数据，和社会经济

信息，以解决当地多鱼

种渔业面临的区域和社

区层面的复杂问题 

2）墨西

哥尤卡坦

州多物种

鳍鱼渔业 

尤卡坦半岛管理制度只关注高

经济价值的商业物种。所有管

理、研究和监测以及规定都集

中于红石斑鱼；然而，发生在

同一地区的渔业或是相关的物

种很少被优先考虑，缺乏促进

可持续渔业和生计的战略 

只开展红石斑鱼的

监测、评估和管理 

纳入关键的利益相

关者群体：发展科

学合作伙伴，开展

能力建设活动，渔

业部门的有效参与 

设立州渔业部，恢

复尤卡坦州渔业和

水产养殖委员会，

并成立管理咨询和

航海委员会 

多利益相关者合作委员

会和管理计划。重点要

关注渔业可持续发展的

社会、经济和环境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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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墨西

哥锡那罗

亚州多物

种双壳渔

业 

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和渔民

团体共同开发基于生态系统的

AEP泻多物种管理的扩展模

式，从而加强渔业法规并减少

双壳类资源的管理缺陷 

连接社区和市场分

析的社区监管，非

政府组织和国家渔

业科学协调开展巧

克力蛤蜊改进项目 

成立女性渔民合作

社，建立地方捕捞

社区的领导力发展

项目 

共同管理：建立泻

湖多利益相关方的

渔业监管咨询委员

会。设立禁捕区/

捕鱼避难区，并在

两年内全面禁止捕

捞目标鱼种 

针对AEP的所有物种和

渔民，多利益相关方设

计并实施基于生态系统

的管理计划。最终由一

个单一物种渔业管理计

划转变为以科学为基础

的、适应的多物种渔业

管理计划 

4）智利

北巴塔哥

尼亚土著

人民考林

海洋滨海

地区 

多样的非商业目标物种的生计

多物种渔业。由于监测资金不

足，数据贫乏使得决策以及政

府要求的管理措施都难以实施 

资源评估与传统生

态知识相结合，进

行当地物种分布模

型的开发；主要是

使用参与式和半结

构化访谈方式来收

集目标物种的空间

和时间分布的相关

信息 

根据重点分组，对

通过参与式和访谈

的方式获得的结果

进行验证和调整 

考林土著人海洋滨

海区保护传统土著

人习惯性的捕鱼方

式。与当地利益相

关者一起开发渔业

共同管理系统。 

认可当地制定渔业

管理和养护战略的

治理体体系 

地方性的推广计划是需

要参与式的渔业监测和

多鱼种渔业管理计划绩

效评估。周期性的评估

需要技术支持和当地社

区参与，保障管理措施

的实施和绩效指标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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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古巴

多物种鳍

鱼渔业 

遵循国际和国家标准以及粮食

安全和国家主权的原则，在保

护、可持续利用、预防方法、

执行科技标准和保护生态系统

的原则下，开展渔业资源管理 

数据有限的资源评

估工具。例如，目

标鳍鱼物种的生产

力-易感性分析和

模型。多方利益相

关者发展，使用鱼

篮来管理多鱼种渔

业 

多机构的工作组

（主要科学和管理

机构以及EDF）和

主要利益相关者学

习网络，包括“渔

民论坛”和“鳍鱼

研讨会”。针对10

个渔业社区的代表

开发的渔业科学和

管理的短期课程 

在设计鱼篮和多鱼

种渔业管理方面与

渔民和社区加强合

作 

多方利益相关者（例如

政府、渔民、学术界和

工业界）设计和实施

“鱼篮”的多鱼种管理

计划。从监测和管理极

少数物种过渡到以科学

为基础和适应气候的多

物种渔业管理计划 

6）和

（7）智

利被遗忘

的渔业 

在智利被遗忘的渔业中，利益

相关者之间的交流微乎其微，

无论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管

理还是利益相关者的共同管

理，都没有用于开展适应性多

物种渔业管理的数据和资源 

FISHE数据有限评

估工具。例如生产

力-易感性分析，

目标鳍鱼物种的生

态系统进行风险综

合评估，多方利益

相关者开发和使用

鱼篮来管理多鱼种

渔业 

多机构工作组（主

要科学和主管机

构、渔业社区/渔业

联合会和EDF）；

关键利益相关者的

渔业学习网络； 

支持渔民制定渔业

管理计划 

增加渔业社区之间

的沟通和参与，以

及发展鱼篮和多鱼

种渔业管理 

渔业社区利用鱼篮的方

法，设计出具有气候适

应性的渔业管理计划。

提高对监测和数据收集

重要性的认识和可实现

性，最终支持渔业的评

估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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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篮：一个气候恢复力多物种渔业管理的替代方法 

在过去的十年中，在克服对管理多物种渔业系统缺乏了解的关键科学挑战方面已经

取得了进展，首先是开发和实施了数据有限的评估和管理方法（如FISHE，Fujita等人，

2013年；EDF，2021a; 补充图1; AFM，McDonald et al，2017；McDonald 等人，2018 和 

FishPath，Dowling 等人，2016）。使用指标物种、种群组合或基于分层级的多物种渔业

管理方法很有希望的(Cope et al.，2011; Ulrich et al.，2012; Newman等人，2018年）。此

外，多物种渔业“产量不错”的概念提供了一种为具有不同生产力水平的多个物种设定目

标产量的方法，从而实现最大可持续产量（Hilborn，2010）。但是这些方法还没有被广泛

的应用到小规模渔业，以及数据、治理和资源有限的渔业中。 

种群组合（例如，Cope等人，2011年；NOAA渔业，2019年）和指标物种（Newman

等人，2018年）是一种管理多物种渔业的方法，经常被应用到数据丰富，高度治理能力的

渔业系统中。同样地，层级方法有助于渔业管理从数据收集到管理进行分类（例如，

Ulrich等，2012；Salas等，2019）。种群组合和分层是将具有类似的地理分布、生活史、

开发模式和脆弱性的物种进行分组，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管理。指标物种是从每组

（单元）中选出的可以替代类似物种进行可持续性风险评估的“指标”物种。所给出的案

例表明：由利益相关者的需求驱动的参与性过程和数据有限的评估方法，在资源较少的治

理背景下，可以使多物种渔业的管理更加透明和可操作(EDF，2021a；补充文本1）。 

无论采用哪种多物种管理方法，都需要建立一个机制，考虑当前和未来气候变化对

渔业的影响，将科学指导转化为基于科学的气候恢复力的机制(Barange 等人，2018）。许

多渔业尚未对气候变化导致的鱼群分布进行预测，不能为渔业管理提供科学指导。在此，

我们提出一种新的多物种管理方法，该方法整合气候预测、种群组合、指标物种和参与性

过程形成一个框架，即使在没有足够的 数据、资源和管理的渔业也可以应用（鱼篮方

法）。 

作为综合种群和生境评估框架(FISHE)的一部分(EDF，2021a)，鱼篮方法从 "气候分

析 "开始。为了预测渔业目标种群的未来分布和生产力的变化并制定规划，需要开展气候

影响的当前预测（如AquaMaps；Kaschner等人，2010年），还需要有关生理耐受、行为倾

向和生态需求的科学和专家知识。FISHE还包括数据有限的工具，用于评估气候变化对支

持渔业的生态系统造成的风险(Battista等人，2017年）以及评估目标物种的气候脆弱性。

（基于Hare等人，2016）。这些工具输出的结果可以被应用到基准点、捕捞控制规则和捕

捞控制措施中，用于在FISHE过程汇总解释气候的影响(EDF，2021b，补充文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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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篮方法还包括数据有限的方法，用以快速评估多物种渔业中所有种群对过度捕捞

的脆弱性和资源枯竭/健康状况（EDF，2021a）。这两种措施首先是将具有相似脆弱性、

资源开发影响和种群状况特征的物种进行分组，最后由利益相关者根据社会、经济和生态

需求决定哪些物种应该分到哪组，这是确定种群组合（鱼篮）进行管理的重要步骤。先从

每个鱼篮选出可以代表每个鱼篮或生产力最低物种，或气候变化脆弱性最高（取决于风险

耐受度或其他因素）的指标物种，之后利用现有数据和专家知识开展综合评估。(补充文

本2)。每个指标物种的参考点、捕捞控制规则和捕捞控制措施可以从多指标的、气候准备

型的、适应性管理框架（如FISHE）获得（EDF，2021a；图2）。 

 

图2   根据对过度捕捞的脆弱性（高、中、低）和状态（差、中、健康）的相对估计的代

表性鱼篮 

每个物种被放入一个优先管理鱼篮；绿色代表低度，黄色代表中度，红色代表高度

优先），每个鱼篮标记星号的为指标物种，用以指导监测、评估和监管实施（© 

KualiComunicación，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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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多物种渔业管理转型 

小规模多物种渔业如何转型为以科学为基础的具有气候恢复力的渔业管理？虽然案

例中描述的渔业还没全面的实施多物种渔业管理，但它们都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案例中

介绍的管理方法可以促进多物种渔业管理的发展，包括交流和能力建设网络(例如，学习

网络、渔民研讨会；Jenkins等人，2017年）、基于社区的渔业监测、生物经济模型、领导

力和女性渔民发展计划、认可和使用传统生态知识以及鱼篓方法（表2）。 

鱼篮方法是由地方利益相关者设计的，以克服传统多物种渔业管理挑战（缺乏数据

和科研能力）的方法。通过简化评估和管理程序，阻止资源连续枯竭，使渔业转型为可持

续的渔业产量、利润、和生计（EDF，2021a），该方法已被用于一些案例中。鱼篮方法

是一个具有气候恢复力的多物种渔业管理工具，被应用到全世界范围内多个渔业中，包括

不同治理战略和数据可利用性的渔业（例如，伯利兹，古巴和智利）。 

每个案例通过参与式的过程推动多物种渔业管理，分享知识，能力建立，建立和实

施多鱼种管理计划（表2）。参与式过程是通过传统/地方生态知识提供科学知识补充，增

加透明度和参与感(Karr等人，2017）。此外，这些案例展示了参与式过程与能力建设（技

术知识、领导力发展和加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相结合推进渔业的共同管理，共同管

理是持久和适应性渔业管理方案的关键。此外，在这些渔业案例中，“共同管理“被作为

一个平台，预测气候影响、选择渔业指标、基准点、捕捞控制规则和捕捞控制措施，增强

生态和社会的恢复力。 

多物种渔业管理显示出巨大的前景，通过全面了解捕捞、气候和其他压力因素对生

态系统的影响 ，可以减少或防止资源的系列性枯竭，减少其对社会、经济和生态渔业绩效

目标的不利影响。而传统方法（包括为每个种群设定捕捞限额或使用空间限制）存在很多

负面影响，如高丢弃渔获率和捕捞努力量混乱。此外，传统方法通常不认为预测气候变化

影响有助于渔业规划。鱼篮方法是一个参与性框架，可以开展气候分析，数据有限的评

估，以及明确目标、指标、基准点、捕捞控制规则和捕捞控制措施，以适应种群状况的变

化，扩大可实施多物种渔业管理的渔业数量，改善渔业绩效。 

数据可用性声明 

本研究中采用的原始资料均在文章/补充材料中列出，需要进一步咨询请直接联系通

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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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材料 

文章中的补充材料可以在以下网站在线查阅：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mars。 

2021.721883/full#supplementary-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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